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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伤寒论》辨证思维探讨
溃疡性结肠炎的诊疗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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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伤寒论》辨证思维方法为切入点，探讨其应用于溃疡性结肠炎的诊治思路。认为溃疡性结肠炎

可归属于《伤寒论》中的“下利”范畴，可应用借鉴的临床思维方法包括辨证论治法、方证对应法及抓主证

法。对于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诊治，建议以辨证论治溯源病因病机为先，方证对应执简驭繁为要，善抓主证

以精准识别病证本质，并结合现代医学进展及后世医家经验重视病证结合而妙用经方，进而扩大临床中医药

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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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性结肠炎是以腹痛腹泻、里急后重和黏液

脓血便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反复发作、长期迁延

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1］。随着现代饮食结构

的改变、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对本病认识的深入

和诊断技术的日渐先进，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病率在

我国呈逐年上升趋势［2］。现代医学对溃疡性结肠炎

的常规治疗包括 5-氨基水杨酸、类固醇和免疫抑制

剂等药物治疗，短期内虽可较好地控制症状，但远

期效果仍不理想［3］。中医药对本病的治疗优势包括

较好的疗效、良好的安全性以及相对低廉的经济成

本［4］，值得深入研究。

《伤寒论》为张仲景所著，其辨证体系完善，

不仅是一部研究外感病传变规律的专著，更完备了

内科疾病的证治法门，为中医临床辨证论治奠定了

基础［5］。张仲景开辨证论治先河，其辨证诊疗思维

特色鲜明，对后世各辨证体系方法影响深远，至今

仍有现实的临床应用价值［6］。《伤寒论》 中并无

“溃疡性结肠炎”这一病名，但原文多处描述了该

病的典型临床特征，如“下利便脓血者”“热利下

重者”“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必圊脓血”

等；张仲景将“泄泻”“痢疾”“肠风”“脏毒”等

统称为“下利”，据此可认为溃疡性结肠炎归属于

《伤寒论》中的“下利”范畴［7］，且其相关理、法、

方、药适用于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诊治。本文以

《伤寒论》辨证思维方法为切入点，探讨其应用于

溃疡性结肠炎的诊治思路，以进一步丰富溃疡性结

肠炎的临床诊疗方法。

1 辨证论治溯源病因病机为先

辨证论治指的是根据四诊资料，通过分析、综

合，辨清疾病的病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

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继而确定对

应治疗方法的一种临床诊疗思维模式。辨证过程侧

重抽丝剥茧、去伪存真，体现的是溯源病因病机的

过程，也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8］。《伤寒论》

第 16条指出：“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

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之

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明确指出

当太阳病治疗不当而致坏病变生时，应通过辨证的

思维模式溯源病因病机，继而随证治之。这种思维

方法对中医临床诊疗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并且也是

至今最为公认的中医临床诊疗模式［9］。此外，《伤

寒论》全书共 397条条文、112方，其中有证有方

的条文计 213条，其余条文有证无方。在有证有方

的条文基础下方证相符即可临床施治，在有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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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坏病无证时张仲景则强调“观其脉证，知犯何

逆，随证治之”。因此，这些方证的缺失以及坏病

的变生似乎皆暗示了张仲景对辨证论治思维模式的

倡导［10］。

“溃疡性结肠炎”虽可归属于“下利”范畴，

但范畴的归属并不表示等同，并且受限于“下利”

方证的高度特异性，溯源病因病机应为临床诊疗溃

疡性结肠炎的第一步。溃疡性结肠炎起病初期或急

性发作阶段，常表现为腹痛腹泻、肛门灼热、里急

后重甚至便下黏液脓血等不适，伴见舌胖、苔黄

腻、脉滑数。依据四诊资料，通过辨证论治的思维

模式，深究其内在病因病机，可因饮食不节或外感

湿邪，致大肠湿热蕴结，气机不畅，传化失司继而

表现为腹痛腹泻、里急后重；湿郁热蒸则肛门灼

热；热盛肉腐，损伤肠络，络破血溢则便下脓血；

舌胖、苔黄腻、脉滑数进一步佐证了湿热证的诊

断，而湿热证治当清热利湿兼以解毒止利，继之投

以相应方药［11］，这个过程便是“观其脉证，知犯

何逆，随证治之”的实践。

《伤寒论》涉及“下利”的条文达 93条，其中

有证有方者 53条，涉及方剂 36首。因此，针对有

证无方或者方证均没有记载的溃疡性结肠炎相关临

床问题，可以通过对《伤寒论》中的方剂进行分

析，溯源病因病机以明确其对应的适用证型并拓展

方剂应用。如《伤寒论》第 338条云：“蛔厥者，

乌梅丸主之，又主久利”，提示乌梅丸适用于治疗

蛔厥或久利之证。但深究乌梅丸的方剂配伍，发现

乌梅丸中酸苦甘辛同用，乌梅、苦酒之酸既滋肝又

疏肝；花椒、干姜、细辛、附子、桂枝之辛热温阳

益气，助肝疏泄；黄连、黄柏之苦清热，防辛温太

过伤阴；人参、蜂蜜、当归补气健脾，培土制肝。

纵观全方，酸甘化阴，辛甘化阳，辛开苦降，具有

清上温下、安蛔止痛的功效，适用于寒热错杂

证［12］。鉴于此分析，临床上溃疡性结肠炎凡是辨

为寒热错杂证，无论新久缓急，只要方证符合，皆

可投以乌梅丸。循证医学研究［13］已证实，乌梅丸

对寒热错杂型溃疡性结肠炎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

实验研究［14］则显示，乌梅丸具有抗炎、抗氧化、

调节免疫、纠正肠道菌群失调、抑制肠上皮细胞凋

亡等功效，契合溃疡性结肠炎的病理机制。

2 方证对应执简驭繁为要

方证对应又称方证相对、方剂辨证，是《伤寒

论》中蕴藏的一种较为独特的疾病辨治模式［10］。

简而言之，有是证用是方，证以方名，方证浑然一

体，方与证之间存在着高度契合的一一对应关系。

方证对应内涵是证、治、方、药等辨证论治环节的

有机统一，阐述辨证诊治中多个层次病与证间的对

应关系［15］。胡希恕教授明确指出：“方证是六经八

纲辨证的继续，亦即辨证的尖端，中医治病有无疗

效，其主要关键就在于方证辨得是否准确”［16］。纵

观《伤寒论》全文，有证有方条文皆以方证形式论

述，这种方证条文模式充分反映了张仲景对方证对

应思维模式的重视［10］。

《伤寒论》中有证有方的“下利”条文提示方

证对应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溃疡性结肠炎的临

床诊疗，如第 307条桃花汤证：“少阴病，二三日

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脓血

者，桃花汤主之”。该条文论述了典型的桃花汤证，

不仅从诊断上论及与溃疡性结肠炎相一致的典型临

床表现，还从治疗上提出了对应的治法方药，体现

了特定证候群和与之高度契合的方药之间的对应关

系。基于条文的方证信息，临床收集的溃疡性结肠

炎四诊资料只要与该条文所述之证相一致，即可直

接投以桃花汤治疗。这个过程不强调详细溯源病因

病机的思辨过程，而是体现了一种“直觉思维”的

特点，因为方证对应本身便包含了辨证诊治中多个

层次与病证的有机统一［17］，反映的是执简驭繁为

要的思想。

《伤寒论》自成书距今已两千余载，历史的距

离常常使初学者感到入门困难，对《伤寒论》产生

一种难学难懂难用的印象［10］。基于此，钱旻贤［18］

认为方证对应模式可以执简驭繁而效验必彰，是快

速入门《伤寒论》、准确掌握方证使用的一条捷径。

深究《伤寒论》中有证有方的“下利”条文，可以

发现这些条文体现的方证对应模式实质上是在正确

认识患病机体在“下利”过程中正邪相争发展规律

的本质基础上，依托脏腑八纲、阴阳五行、气血关

系及其他病理产物的属性进行病位、病性组合，总

结出的一般规律条件下的特定症状群反应，并提出

经过临床反复验证的有确切疗效的药、量、用法固

定的方剂［19］。也就是说，方证对应是经过严格的

辨证论治得出来的有其固定规律的一种辨证思维模

式，凝练后的方证体现的是辨证诊治中多个层次

病、证、治间的高度契合性。因此，对溃疡性结肠

炎的临床治疗除参考“下利”方证外，更需要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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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是执简驭繁为要的思想。后世医家可以结合

自身临床实践经验，以自身的经验方为核心创造更

多临床实际有效的溃疡性结肠炎方证，这对溃疡性

结肠炎临床中医诊疗的继承、创新、发展以及临床

实践转化都具有积极意义［20］。

3 善抓主证方可精准识别病证本质

复杂性疾病通常伴随着一系列复杂证候群，给

临床诊疗增加了难度。据此，张仲景又提出在复杂

证候群中通过抓主证以精准识别病证本质的思维方

法。所谓主证，指的是在疾病一系列复杂证候群中

起到决定全局而占主导地位的证候，抓主证即通过

掌握主要证候要素来认识复杂性疾病，并由此来认

识核心病机本质，以此确立方证关系，进而达到辨

证论治的目的［21］。正如《伤寒论》第 101条所言：

“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

俱。”该条文指出当伤寒中风后病情复杂而见柴胡

证时，但见了柴胡证中的任何一证，便可径直投以

小柴胡汤［10］。抓主证体现的是在辨别复杂疾病及

其证候时采用的一种精准识别病证本质的思维模

式，强调的是抓住疾病证候群中矛盾的主要方面，

更是取得临床最佳疗效的关键。

虽然通过在复杂证候群中抓主证能精准识别病

证本质，但其前提为能够在更复杂的症状群中识别

“主症”。所谓主症，指的是在疾病过程中最主要和

最具代表性的症状和体征，可以是一个或几个症

状，强调的是抓住疾病症状群中矛盾的主要方面。

抓主症的目的在于围绕这些主症进行快速准确的辨

病辨证，识别病证本质，并最终提高临床疗效，正

如印会河所说：“抓主症治疗法比围着枝枝节节的

症状转，更高明得多”［22］。纵观《伤寒论》各方证

条文，皆为简明扼要，少则一症，多不过十余症，

充分反映了张仲景重主症以辨病证的思维模式。傅

延龄等［23］指出，“抓主症能够避免‘眉毛胡子一把

抓’，能起到‘于千军万马中取上将之首’的作

用”，因此极力推崇通过抓主症以精确临床辨证。

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反复发作、长期迁延的慢性非

特异性炎症性疾病，除了肠内表现外，还可伴有多

种肠外复杂表现，如关节及皮肤、黏膜表现等，症

状及证候皆错综复杂，给临床诊治带来了巨大挑

战。因此，就溃疡性结肠炎而言，当从复杂症状中

抓取主症以辨别各证候为先，其次再从疾病一系列

复杂证候群中通过抓主证以识别能起到决定全局而

占主导地位的证候，分清主、兼、变、夹杂四个层

次。如前所述，溃疡性结肠炎的诊疗可通过参考

“下利”条文以实现抓主证，如施用白头翁汤的主

证是“热利下重而欲饮水”，施用桃花汤的主证是

“下利腹痛便脓血而小便不利”，而若见“自利不渴

者”，则宜服四逆辈。同时，临证应当认识到主证

之外的兼证、变证、夹杂证等。如兼证是在有主证

的前提下出现，凡在主证基础上而见的新证候都称

为兼证。举例而言，桂枝汤主证为发热、汗出、恶

风，若见项背强几几或气喘等，则属桂枝汤的兼

证。变证指原有的主证已罢而变生他证。如太阳

病，在治疗上没有发汗而误用了其他治法，导致原

来的表证不复存在而发生了新的变证。张仲景对疾

病的认识是整体的而不是孤立和片面的，因此各种

夹杂证才会被准确识别，如夹虚证的小建中汤证、

夹里寒证的桂枝人参汤证等。临证时应当认识到兼

证、变证、夹杂证等均附属于主证而存在，是在主

证的基础上出现的，其病机与主证之病机存在内在

关联性［24］，解决了主证，某些兼证等即可随之迎

刃而解［21］。

4 重视病证结合而妙用经方

溃疡性结肠炎是病变在大肠腑的复杂性疾病，

具有临床反复发作和缓解交替的特征［1］。传统中医

在采集溃疡性结肠炎四诊信息过程中重点以患者的

主观症状和外在体征为依据，而受限于大肠腑局部

病变信息采集较难，局部辨证并准确判断疾病活动

状态难以实施。胃肠道内镜检查技术是一种无创的

胃肠道微观可视化检查手段，能够准确反映胃肠局

部特征及疾病活动状态，已成为现代医学诊断溃疡

性结肠炎的可靠手段之一［25］。内镜的可视化延伸

了中医学望诊内容，并使得根据肠道内镜下特征实

施镜下辨证成为可能［26］。如大肠湿热证，镜下黏

膜多呈深红色泽，病灶可覆黄色脓苔并表现为大面

积溃疡，多见于溃疡性结肠炎急性期、活动期；热

毒炽盛证，镜下黏膜多呈紫暗色，病灶可见自发性

出血，或接触后易出血，多为大面积溃疡，在重症

溃疡性结肠炎中多见；脾虚湿蕴证，镜下黏膜多呈

淡红色，病灶局部以水肿伴糜烂为主，多见于疾病

的中晚期；寒热错杂证，镜下黏膜以深红为主，亦

可见红白相间、紫暗等色泽；肝郁脾虚证，镜下黏

膜以深红色泽为主，亦可见淡红及紫暗色；肾阳亏

虚证，镜下黏膜以淡红色为主，病灶以瘢痕、黏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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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假性息肉多见；阴血亏虚证，镜下黏膜以淡白

色为主，病灶以瘢痕、黏膜桥、假性息肉多见，多

见于疾病后期［27-29］。采用胃肠道内镜检查技术能够

准确诊断溃疡性结肠炎活动状态及疾病分期，对病

变部位的可视化则可为中医整体辨证与局部辨证的

结合提供可靠切入点，并可进一步精确辨病辨证过

程，使得溃疡性结肠炎的病证结合诊断模式更加科

学化。

《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中的方剂被后世医

家誉为“经方”。所谓“经方”，是源自张仲景“勤

求古训，博采众方”，并历经反复验证确有其效的

经典方剂。随着时代变迁及医学的发展，汉代后确

切有效的中医药疗法不断涌现，且至今仍被广泛应

用于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治疗。如对于急性活动期

的湿热型溃疡性结肠炎，芍药汤已被循证医学证据

证实有确切疗效［30］，其机制在于通过调节免疫、

抗氧化、抗炎以及促进肠道黏膜屏障修复等发挥作

用［31］，且具备多成分、多靶点的作用优势［32］。此

外针对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其他代表方剂，如治疗

湿热证的香连丸［33］、治疗肝郁脾虚证的痛泻要

方［34］、治疗寒热错杂证的连理汤［35］、治疗脾虚湿

盛证的参苓白术散［36］等都被报道了类似的作用效

果和作用机制，极大丰富了溃疡性结肠炎的中医药

治疗选择。在单味药方面，不少对溃疡性结肠炎有

确切疗效的药物也逐渐被挖掘，如马齿苋具备清热

解毒、凉血止血的功效，对热毒血痢有很好的临床

疗效［37］，药理实验研究证实其可通过抗氧化、抗

炎、调节免疫等发挥治疗作用［38］。地锦草［39］、地

榆［40］、三七粉配伍马齿苋［41］等也已被证实具有类

似的作用效果及机制，为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组方

构建或单味药加减提供了重要参考。除中药内服

外，针对溃疡性结肠炎的中医外治法也同样取得了

进展，如在疾病急性活动期使用具有清热、解毒、

消炎功效的双料喉风散加康复新液［42］灌肠能直达

病所，进而快速对溃疡性结肠炎发挥治疗作用，并

且灌肠的方式具有简便易行、不良反应少及经济实

惠等优点，可为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策略提供更确

切的选择。

溃疡性结肠炎是复杂性疾病，随着时代变迁和

后世众医家临床经验的积累，现代治疗应当在《伤

寒论》基础上遵循张仲景之“勤求古训，博采众

方”的教诲不断进行深入发展。在诊断上吸纳现代

医学前沿进展，注重西医病情与中医证候相结合、

整体辨证与局部辨证/镜下辨证相结合；在治疗上

则当在病证结合准确诊断的基础上注重近期治疗与

长期治疗相结合。此外，除重视《伤寒论》中的经

典方剂外，对其他一切确有疗效之方剂、单味药以

及灌肠等外治法都应很好地结合应用，方能发挥中

医药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最大优势。

5 小结

综上，针对溃疡性结肠炎的中医临床诊疗，应

以辨证论治溯源病因病机为先，方证对应执简驭繁

为要，善抓主证以精准识别病证本质，并重视病证

结合而妙用经方。充分发挥辨证论治、方证对应、

抓主证及病证结合的优势，将其融会贯通，这对进

一步提高临床疗效、发挥中医药治疗溃疡性结肠炎

的优势具备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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